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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购电试点政策与火电行业资源错配研究

李星皓　 赵劲松　 余津嫺　 秦　 萍∗

　 　 摘要: 政策试点在中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ꎬ我国电力市场正

是在试点改革中成熟起来ꎮ 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产业ꎬ电力行业如何通过

改革来改善资源配置、提高能源效率已成为社会各界关心的重要议题ꎮ 本文以直

购电试点政策为例ꎬ结合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年火电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直购电试点政策

的资源配置效应ꎮ 研究发现ꎬ通过改善原有电力调度制度ꎬ直购电试点政策显著降

低了电力企业的资源错配程度ꎮ 在政策试点早期ꎬ国有和集团电厂的资源错配情

况改善较民营电厂改善更为明显ꎬ但在长期ꎬ国有电厂的资源配置未见显著改善ꎮ
此外ꎬ试点政策也未能为清洁节能机组提供足够的激励ꎮ 本文的发现为继续推动

电力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ꎬ对于进一步优化行业资源配置具有借鉴意义ꎮ
关键词: 市场化改革ꎻ 资源错配ꎻ 直购电试点政策ꎻ 火电行业

一、引言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ꎬ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ꎬ提出中

国将努力争取在 ２０３０ 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ꎬ在 ２０６０ 年前实现碳中和ꎮ 这意味着低

碳转型将成为中国规划与发展战略的核心特征ꎮ 考虑到我国电力部门贡献了四成以上的碳

排放ꎬ建立一个深度脱碳的电力系统无疑是实现碳中和战略的重要部署ꎮ 长期来看ꎬ这需要

电源结构完成从以煤炭发电为主到以可再生能源发电为主的跨越式转变ꎬ也需要发展配套

的智能电网、储能系统以及碳捕捉利用与封存技术(ＣＣＵＳ)ꎮ 但在短期内ꎬ这些配套设施和

技术难以得到大规模应用ꎮ 因此ꎬ继续推动电力市场化改革ꎬ通过政策手段提升煤炭发电的

能源效率仍然是电力行业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途径ꎮ
电力属于基础设施部门ꎬ长期受到国家严格管制ꎮ 市场化改革滞后带来的生产要素扭

曲显著降低了能源效率(林伯强、杜克锐ꎬ２０１３)ꎮ ２００２ 年开始ꎬ我国开启了以“厂网分开、竞
价上网、打破垄断”为主要内容的电力体制改革ꎬ通过在发电侧引入竞争、规范政府定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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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ꎬ发挥市场机制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ꎮ 在电力改革背景下ꎬ２００４ 年中国开始在部分地

区推行电力直接交易(即“直购电”)试点政策ꎮ 到 ２０１９ 年ꎬ全国电力市场中长期电力直接

交易电量已达到 ２１ ７７１.４ 亿千瓦时ꎬ占全社会用电量的 ３０.１％ꎬ其中燃煤发电机组上网电

量、电价已有 ５０％是通过市场交易形成的ꎮ① 以直购电试点为代表的市场化改革政策ꎬ是否

能够改善火电行业的生产要素配置、提升生产效率? 回答这一问题对于探讨电力行业碳中

和路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ꎮ
试点制是中国探索和推广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手段(李智超ꎬ２０１９)ꎬ我国的电力市场化改

革同样以政策试点方式来探索和推广(Ｈｏ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７)ꎮ 中国广袤的地理范围也为政策试点

提供了基本条件ꎬ评估不同试点政策的资源配置效应对于深化改革亦具有重要意义ꎮ 尽管

在理论上市场化改革会优化资源配置已成为共识ꎬ但现实中深层次的改革往往面临不同的

政策约束ꎮ 同时ꎬ清晰分离出某一类政策的资源配置效应仍是目前相关研究中较为薄弱的

环节ꎮ 本文以 ２００４ 年开始推行的直购电试点政策构建准自然实验ꎬ分析电力市场化改革对

电力资源配置的政策效应ꎮ 直购电试点政策发布前ꎬ电力调度遵循“三公”调度原则②ꎬ即相

同类型和容量的机组发电配额基本一致ꎬ电价管理也一般以政府定价为主ꎬ地区采用统一的

标杆上网电价ꎮ ２００４ 年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电力用户向发

电企业直接购电试点暂行办法»(电监输电[２００４]１７ 号)ꎬ首次提出电力用户向发电企业直

接购电、自主协商电量电价的交易模式ꎬ决定以省份作为直购电试点的管理单位ꎬ并要求参

与试点的发电企业满足一定的机组规模ꎮ 随后ꎬ吉林、广东、四川等省份陆续参与到试点工

作中ꎬ试点范围多限于火电企业ꎮ 到 ２０１４ 年ꎬ除北京、海南、西藏等少数电力基础设施受限

的地区ꎬ全国多数省份都开展了直购电试点ꎮ 直购电试点政策分批次、逐步推广且有参与门

槛的特征ꎬ有利于我们进行省内和省间对照ꎬ通过比较有试点资格的发电企业与其他发电企

业在试点前后资源配置的状况ꎬ即可清晰地分离出政策效应ꎮ
具体来看ꎬ本文通过收集整理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年火电企业层面的数据ꎬ基于 Ｈｓｉｅｈ 和

Ｋｌｅｎｏｗ(２００９)模型计算出行业资源错配情况ꎬ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了直购电试点政策

对电力资源配置的矫正效应和作用机制ꎬ并重点考察了这种作用在不同所有制电厂中的异

质性ꎮ 实证研究发现ꎬ直购电试点政策对原有电力调度制度形成了有效补充ꎬ进而降低了电

力企业资源错配程度ꎬ且政策效应较为稳健ꎮ 进一步的分析显示ꎬ早期直购电试点方案仍然

存在改进空间ꎬ如没有为大机组和清洁节能机组提供足够激励来调整自身要素扭曲ꎮ 我们

还发现ꎬ直购电试点政策对国有性质电厂的要素扭曲不具备长期的改善作用ꎬ但在试点初期

这部分电厂扮演了推动政策试点的角色ꎮ
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ꎬ以电力行业为例ꎬ通过资源错配模型间接

测度了政策效应ꎬ并实证检验了直购电试点政策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ꎬ从而为市场化改革

优化资源配置的理论共识提供了实证证据ꎮ 其次ꎬ在研究方法上ꎬ不同于已有文献聚焦于电

力改革制度设计和模式选择的宏观讨论ꎬ本文基于一项具体的市场化改革试点政策———直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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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发布的«关于促进电力调度公开、公平、公正的暂行办法» (电监市场

[２００３]４６ 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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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试点构建了准自然实验ꎬ并通过双重差分的实验设计来讨论市场化改革的影响ꎬ丰富了市场

化改革领域的微观研究ꎮ 最后ꎬ本文发现在政策试点初期ꎬ国有电厂的资源配置显著提升ꎬ扮
演了推动改革试点的角色ꎮ 这一发现也为论证国有企业的政策工具属性提供了新的证据ꎮ

二、文献回顾

现有文献对于电力市场化改革已有丰富讨论ꎬ这些文献从电力企业生产效率(Ｆａｂｒｉｚｉｏ
ａｎｄ Ｎａｎｃｙꎬ２００７ꎻＣｈａ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７ꎻＤ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９ꎻＤ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电力价格(Ｌｏｉ ａｎｄ Ｊｉｎｄａｌꎬ
２０１９ꎻＯｈｌｅｒ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０)、消费者福利(Ｍｕｓｃｏꎬ２０１７)等角度来评估改革的成效ꎮ 多数研究认

为ꎬ市场化改革创造了竞争环境会改善企业经营行为ꎬ提升生产效率ꎬ如 Ｆａｂｒｉｚｉｏ 和 Ｎａｎｃｙ
(２００７)对比了美国电力市场重构前后电力企业的运行效率ꎬ发现改革后企业在劳动力和非

燃料成本上的支出明显减少ꎬ技术效率有明显提升ꎬ并且私营电厂的效率提升较大ꎬ公共电

厂提升较小ꎮ 电力价格方面ꎬ搭建电力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会加剧发电企业之间的竞争从

而降低电价ꎬ使其接近于真实的发电成本ꎬ电价波动也更能反映电力供需关系ꎬ如 Ｌｏｉ 和

Ｊｉｎｄａｌ(２０１９)研究了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新加坡电力零售和批发市场的运行状况ꎬ发现零售市场

的发展会加剧市场竞争从而使得批发电价更贴近于发电成本ꎬ期间当地电力批发价格下降

了约 １０％ꎮ 消费者也会从市场化改革、电力系统运行效率提升的过程中获益ꎬ他们会面对更

低的电价ꎬ同时在购电过程中拥有更多的选择(Ｍｕｓｃｏꎬ２０１７)ꎮ
对中国电力市场化改革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对 ２００２ 年电力体制改革措施效果的分析ꎬ

对政策试点的效应关注较少ꎮ 例如 Ｄｕ 等(２００９)基于 ２００２ 年前后火电企业的截面数据研究

了电力体制改革对火电效率的影响ꎬ发现电厂劳动力投入和非燃料投入的效率明显提高ꎻＤｕ
等(２０１３)进一步发现改革前后火电厂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分别提升了 ２６％和 ４５％ꎬ证明改

革显著地提升了电厂的生产效率和技术效率ꎻＺｈａｏ 和 Ｍａ(２０１３)则基于 ＤＩＤ 模型开展了相

关研究ꎬ同样发现电厂的效率有了明显提升ꎬ原因在于改革促进了电厂对技术的投资ꎬ并且

大电厂和国有电厂的效率提升更为显著ꎻ另外一些学者也发现 ２００２ 年电力体制改革对生产

效率的促进作用在不同规模、地区的电厂中都存在一定的异质性(Ｇａｏ ａｎｄ Ｖａｎ Ｂｉｅｓｅｂｒｏｅｃｋꎬ
２０１４)ꎮ

２００４ 年我国开启电力市场化改革试点工作以后ꎬ相关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对改革的制度

设计和模式选择的讨论(刘树杰、杨娟ꎬ２０１６ꎻ波利特等ꎬ２０１７)以及改革效果量化模拟(Ｆ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８ꎻＬｉ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９) 上ꎬ缺少对改革政策实施后成效的检验ꎮ 如刘树杰和杨娟

(２０１６)梳理了电力交易的基本模式ꎬ提出我国电力批发市场应该从容易控制的单边交易模

式开始实践ꎬ再逐步过渡到效率更高的双边交易模式ꎬ在搭建省内电力市场的同时ꎬ也要尝

试形成跨省的区域性电力市场ꎻ波利特等(２０１７)对照国际的改革经验ꎬ提出我国应该着重于

在电力调度方式、提高电网公司效率、降低电力行业高投资率三个方面进行改革ꎬ若引入经

济调度方式并且规范输配电价ꎬ则工业电价有可能在 ２０１４ 年的基础上下调 ７％ ~８％ꎻＬｉｎ 等

(２０１９)模拟了广东省全面放开电力市场价格带来的影响ꎬ发现与标杆电价时期相比ꎬ将有

４０％~６０％的电厂难以满足日常经营的成本ꎬ这些电厂会面临沉重的债务负担ꎬ这也有可能

成为深化改革的阻碍ꎮ 在已有文献中ꎬ仅有李昂和高瑞泽(２０１４)以直购电试点为例ꎬ基于双

重差分的方法分析了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东北三省市场化改革对电网公司的影响ꎬ发现直购电试

点政策显著削弱试点省份电网公司的市场势力ꎬ促进了地区电力市场化ꎮ 而关于直购电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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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政策在全国范围试点的成效以及对行业内企业间的资源配置产生了何种影响ꎬ尚未有文

献给出分析结论ꎮ
综上所述ꎬ现有文献已经从多个角度分析了电力改革的成效ꎬ特别对我国 ２００２ 年开展

的电力体制改革进行了系统的实证分析ꎮ 然而ꎬ结合我国电力改革进程来看ꎬ关于新一轮电

力改革成效的量化研究还有明显的拓展空间ꎮ 作为一类重要的试点制政策ꎬ直购电试点政

策的资源配置效应如何? 本文基于 Ｈｓｉｅｈ 和 Ｋｌｅｎｏｗ(２００９)的资源错配模型对电力行业的资

源错配进行测算ꎬ并结合双重差分方法对直购电试点政策的资源配置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ꎬ
以拓展现有的文献ꎮ

三、数据和计量模型

(一)资源错配计算

已有大量研究证明资源配置状况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都有重要影响ꎬ资源错配

是造成不同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差异的重要原因(Ｒｅｓｔｕｃｃｉａ ａｎｄ Ｒｏｇｅｒｓｏｎꎬ２００８ꎻＨｓｉｅｈ ａｎｄ
Ｋｌｅｎｏｗꎬ２００９ꎻ聂辉华、贾瑞雪ꎬ２０１１)ꎮ 其中ꎬＨｓｉｅｈ 和 Ｋｌｅｎｏｗ(２００９)(下文简称 ＨＫ 模型)对
资源错配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ꎬ他们搭建了一个从企业到行业再到国家的资源错配模型ꎬ
并参考 Ｆｏｓｔｅｒ 等(２００５)的做法将生产力区分为实体生产力(ＴＦＰＱ)和收益生产力(ＴＦＰＲ)ꎬ
提出使用收益生产力(ＴＦＰＲ)的离散程度来衡量资源错配ꎮ 在 ＨＫ 模型的基础上ꎬＬｉ 等
(２０１７)通过放宽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构建了行业层面的资源错配模型ꎬ并提出了衡量企业

层面资源错配的方法ꎬ这为资源错配微观上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能ꎮ 本文旨在检验直购电

试点政策对电力行业中电厂层面资源错配情况的影响ꎬ因此参考 Ｌｉ 等(２０１７)使用(１)式来

计算资源错配程度ꎮ①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ｉｔ ＝ ｌｎ(ＴＦＰＲ ｉｔ / ＴＦＰＲ ｔ) (１)

(１)式中:ＴＦＰＲ ｉｔ为电厂 ｉ 在时间 ｔ 的收益生产力ꎬＴＦＰＲ ｔ为行业内电厂的收益生产力的调和

平均值ꎬ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ｉｔ代表对应电厂资源错配的程度ꎬ数值越大则资源错配越严重ꎮ 计算(１)式
所需数据包括各电厂的总产出、总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ꎮ

(二)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本文所用的火电行业电厂层级的数据来自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以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

库ꎬ样本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 年ꎮ
我们使用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净值和应付职工薪酬对电力行业的资源错配程度进行

测算ꎮ 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部分相关数据缺失严重ꎬ我们对部分年份缺失的数据进

行了如下处理:(１)对于 ２００４ 年缺失的工业增加值与工业总产值数据ꎬ我们参考刘小玄和李

双杰(２００８)的方法对工业增加值进行了估算②ꎻ(２)２００９ 年应付职工薪酬数据则根据企业

职工数量和前一年企业平均工资进行估算ꎬ同时使用固定资产合计来替代缺失的固定资产

净值ꎻ(３)２００７ 年后缺失的中间投入ꎬ我们参考朱沛华和陈林(２０２０)的方法进行了补足③ꎬ

２５

①
②
③

限于篇幅ꎬ本文不再报告资源错配理论模型的推导部分ꎬ若有需要请与本文作者来函索取ꎮ
即工业增加值＝销售收入－期初存货＋期末存货－工业中间投入＋增值税ꎮ
即中间投入＝总产值×主营业务成本 / 主营业务收入－应付工资总额－当年折旧＋财务费用ꎬ其中 ２００８

年、２００９ 年折旧根据行业平均的折旧率估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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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根据“工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值－工业中间投入＋增值税”估算了对应的工业增加值ꎮ 由于

２０１０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可信度较低ꎬ在样本中我们剔除了该年份的数据ꎮ 进行资源错配

的计算时ꎬ为保证结果稳健ꎬ我们参考 Ｈｓｉｅｈ 和 Ｋｌｅｎｏｗ(２００９)的方法对样本进行了前后 ５％
的截尾处理ꎮ 此外ꎬ我们根据电厂国有资本金占实收资本的比重识别其是否国有ꎬ根据五大

电力集团旗下电厂名单识别电厂是否电力集团所有ꎮ
电力供给相关变量ꎬ包括电厂总装机容量、燃煤效率(单位煤发电量)、机组利用小时数

等发电相关数据均来自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ꎮ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描述性统计
变量(单位) 观察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数据来源

工业增加值(万元) ９ １４７ ２８３５９.２４ ５５８８２.４４ １.９０ １２５００００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固定资产净值(万元) ９ １４７ １０９０００.００ １８５０００.００ ３０ ３４２００００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应付职工薪酬(万元) ９ １４７ ３６９２.３５ １３０３２.９３ ０.６０ ７５３０００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企业错配程度 ９ １４７ ０ ０.５５ －１.５６ １.５５ 模型计算
是否国有电厂 ３ ９３４ ０.４０ ０.４９ ０ １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是否集团电厂 ３ ９３４ ０.３７ ０.４８ ０ １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经营年限(年) ３ ９３４ １４.２６ １４.３４ ０ １００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总装机容量(１００ＭＷ) ３ ９３４ ５.２２ ５.８５ ０.０６ ２７.６０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燃煤效率(千瓦时 / 千克) ３ ７２３ ２.９３ ２.４５ ０.１０ １４２.８６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发电自用率(百分比) ３ ７２８ ７.２２ ３.２３ ０.００ ３３.３１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机组利用小时数(小时) ３ ７６５ ５２.９９ １５.３０ ４.１６ ８４.５３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火电发电量(亿千瓦时) ３ ９３４ １７.４６ １１.３３ ０.５７ ４９.５７ «中国电力年鉴»
社会用电量(亿千瓦时) ３ ９３４ １４.８９ ９.４８ ０.４５ ４１.７４ «中国电力年鉴»

各省份直购电试点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 年«电力监管年度报告»和对北极星输配电

网有关资讯①的手工整理ꎮ 各省份试点的起始时间及相关政策文件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各地区直购电试点情况
地区 起始年份 正式文件

黑龙江 ２０１３ «关于黑龙江省开展电力直接交易试点的通知»
吉林 ２００５ «吉林省用电大户直购电市场交易暂行办法»
江苏 ２０１２ «江苏省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试点实施细则(试行)»
安徽 ２００９ «关于安徽省开展开展电力直接交易试点的通知»
福建 ２０１０ «关于福建省开展电力直接交易试点的通知»
山西 ２０１３ «山西省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实施意见(试行)»
内蒙古 ２００８ «关于我区部分行业实行电力多边交易电价的紧急通知»
宁夏 ２０１３ «宁夏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实施办法»
甘肃 ２０１０ «甘肃省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试点实施细则»
广东 ２００７ «广东电力大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深化试点工作方案»
湖南 ２０１３ «湖南省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试点工作方案»
湖北 ２００９ «湖北省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试点实施意见»
河南 ２００９ «河南省大用户与发电企业直购电实施方案»
四川 ２００８ «四川省电力用户向发电企业直接购电试点办法»
贵州 ２０１３ «贵州省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实施意见»
重庆 ２０１０ «重庆市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试点方案»

３５

①北极星输配电网:ｈｔｔｐ: / / ｓｈｕｐｅｉｄｉａｎ. ｂｊｘ. ｃｏｍ. ｃｎ / ｈｔｍｌ / ２０１５０８０７ / ６５０６８３. ｓｈｔｍｌꎻｈｔｔｐ: / / ｓｈｕｐｅｉｄｉａｎ. ｂｊｘ.
ｃｏｍ.ｃｎ / ｈｔｍｌ / ２０１５１２２２ / ６９３８８３.ｓｈｔｍ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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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ꎬ部分省份经过初期试点后ꎬ才发布正式文件以规范试点流程ꎬ如 ２０１３ 年贵州

省有多家发电企业与电力用户达成直购ꎬ但 ２０１４ 年才下发正式文件ꎬ所以本文以省份实际

试点的最早年份为直购电试点政策起始年ꎮ 在本文的研究时间段中ꎬ共有 １６ 个省份开始了

直购电试点政策ꎬ试点时间主要集中在 ２００８ 年以后ꎮ
(三)计量模型

一般而言ꎬ使用双重差分法进行政策评估ꎬ需要明确界定受到政策冲击的“实验组”与没

受到政策冲击的“对照组”ꎬ在时序差分后再对两组样本进行二次差分从而获得政策净效应ꎮ
本文将有资格参与直购电试点的电厂视为实验组ꎬ«关于完善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

试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电监市场[２００９]２０ 号)明确要求参与试点的火电企业单机装机

容量需超过 ３００ＭＷ①ꎬ意味着实验组不仅要位于进行直购电试点的省份ꎬ同时自身的装机容

量也不能小于 ３００ＭＷꎮ 与之相对ꎬ对照组由两部分组成ꎬ首先是位于未开展直购电试点省

份的电厂样本ꎬ其次是位于直购电试点省份但装机容量小于 ３００ＭＷ 的电厂样本ꎮ 本文采用

如(２)式所示的双重差分模型识别直购电试点政策对资源配置带来的影响: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ｉｔ ＝ σ ＋ βＤｉｒｅｃｔｉｊｔ ＋ δＸ ｉｔ ＋ ϕＥ ｊｔ ＋ φｙｅａｒ ＋ αｉ ＋ γｔ ＋ εｉｊｔ (２)

(２)式中:ｉ 代表电厂ꎬｊ 代表省份ꎬｔ 代表时间ꎬ被解释变量Ｄｓｉｔｏｒｔｉｏｎｉｔ为电厂 ｉ 在时间 ｔ 的资源

错配程度ꎬ根据(１)式来测算ꎮ Ｄｉｒｅｃｔｉｊｔ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ꎬ表示电厂是否有参与直购电

的资格ꎬ如果电厂 ｉ 所在的省份 ｊ 在时间 ｔ 已经进行了直购电试点ꎬ且电厂总装机容量超过

３００ＭＷꎬ则Ｄｉｒｅｃｔｉｊｔ ＝ １ꎬ否则取值为 ０ꎻ其系数 β 为我们关心的核心参数ꎬ即表示直购电试点政

策对电厂资源配置的影响ꎮ Ｘ ｉｔ为电厂层面的控制变量ꎬ包括电厂总装机容量、机组利用小时

数、燃煤效率、经营年限和发电自用率ꎮ 考虑到电力供需宽松或紧张可能会同时影响直购电

的试点以及电厂的资源配置状况ꎬ我们控制了电厂 ｉ 所在省份 ｊ 的发电用电情况 Ｅ ｊｔꎬ包括每

年的社会用电量和火电发电量ꎮ 此外ꎬ考虑到样本期间电力行业资源配置变化可能存在一

定的时间趋势ꎬ这里还控制了时间趋势 ｙｅａｒꎮ γｔ 和 αｉ 分别代表时间固定效应和电厂的个体固

定效应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直购电试点政策是以省为管理单位ꎬ省份自身的资源配置状况也可能会

影响到试点方案制定和审核的速度ꎬ因此各省直购电试点政策的开始时间并非完全随机ꎮ
同时ꎬ由于试点电厂与非试点电厂在机组规模上有明显差距ꎬ有必要检验试点电厂与非试点

电厂在试点政策前的资源错配是否满足平行趋势ꎮ 为了对被解释变量是否满足事前平行趋

势进行检验ꎬ我们参照 Ｂｅｃｋ 等(２０１０)ꎬ对(３)式进行估计: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ｉｔ ＝ σ ＋ ∑
２

ｋ ＝ －８
βｋＤｋ

ｉｔ ＋ αｉ ＋ γｔ ＋ εｉｔ (３)

(３)式中:Ｄｋ
ｉｔ为一组虚拟变量ꎬｋ>０(ｋ<０)代表实验组电厂 ｉ 的第 ｔ 期为直购电试点政策开始

之前(之后)的第 ｋ 年ꎬ设直购电试点前 １ 期为基准组(罗知等ꎬ２０１５)ꎮ 本文对政策实施前 ８
年ꎬ以及政策实施后 ２ 年各期系数进行了估计ꎬ可用于检验实验组和对照组电厂在直购电试

点政策开始之前的趋势是否平行ꎬ政策实施后 ２ 年各期系数估计值则可用来刻画直购电试

点政策各年度处理效应的分布情况ꎮ (３)式中其他变量的含义均与(２)式相同ꎮ

４５
①多数省份直购电试点的正式文件中也明确了此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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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直购电试点对电力行业资源配置的影响

(一)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双重差分模型需要满足一系列前提假设ꎬ其中最重要的是平行趋势假定ꎮ 由于实

验组样本的反事实结果无法观测ꎬ文献中通行做法是检验其成立的必要条件ꎬ即事前趋势是

否平行ꎮ 图 １ 汇报了各期估计系数及其置信区间ꎮ 对于各省电厂而言ꎬ直购电试点政策实

施前各期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样本对资源错配程度的回归系数都没有显著差异ꎬ说明文章的

实证模型满足平行趋势假定ꎮ 同时ꎬ还可以看到政策作用当期ꎬ实验组的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 显著更

小ꎬ说明直购电试点可能会降低电厂的资源错配ꎮ

注:虚线为 β 估计系数 ９５％的置信区间ꎮ

图 １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图

(二)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３ 所示ꎬ第(１)、(２)列为混合面板回归ꎬ第(３)、(４)列为双重差分回

归ꎮ 其中第(１)、(３)列仅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和省份或个体固定效应ꎬ第(２)、(４)列加入了

时间趋势、省份发电用电情况以及随时间变化的其他电厂层面的控制变量ꎮ 通过加入上述

控制变量ꎬ模型可以更好地捕捉各类电厂特征和省份发电用电情况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ꎬ并
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遗漏变量带来的偏误ꎮ 实证结果显示ꎬ直购电试点政策显著降低了电厂

的资源错配ꎮ
已有研究指出ꎬ地区上网电价“一刀切”是造成电力行业资源错配的原因(Ｍａꎬ２０１１)ꎮ

我国电力体制虽然在 ２００２ 年进行了市场化改革ꎬ但电价管理仍以政府定价为主ꎬ电价调整

往往难以反映电力供需和用电成本的变化ꎬ地区统一的上网电价则会加深这一电价扭曲ꎻ同
时ꎬ电力调度的“三公”原则也不能体现机组在效率、清洁程度上的差异ꎬ低效机组占用过多

发电配额ꎬ发电企业缺少提升效率的持续激励ꎬ这些因素使得发电侧存在明显的资源错配ꎮ
因而对于有资格参与直购电试点的电厂来说ꎬ一旦与电力用户达成直购协议ꎬ它们就能以协

商电价获得额外的发电配额ꎬ改善在计划管理体制中受到的产出和价格扭曲ꎻ即便当期未能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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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直购协议ꎬ潜在的参与机会也会激励部分低效电厂提升生产效率ꎬ从而降低其资源错配

程度ꎮ
其他变量方面ꎬ可以看到燃煤效率与资源错配呈现显著负相关ꎬ说明越节能的电厂资源

错配越小ꎮ ２００２ 年后我国开始重视电力系统的节能环保ꎬ如 ２００８ 年部分省份试点了«节能

发电调度办法»ꎬ提升了节能清洁电厂的发电优先权ꎬ适当改善了这部分电厂的资源错配ꎮ
机组利用小时数与资源错配呈现明显的正相关ꎬ这说明在 ２００２ 年后的电力体制中ꎬ要素扭

曲严重的电厂享有更多的发电时间ꎬ电力分配调度并不经济合理ꎮ 我国大容量机组发电时

间普遍偏低ꎬ而回归结果显示ꎬ总装机容量与资源错配的负相关并不明显ꎬ原因在于ꎬ大机组

位置往往远离市区ꎬ需要搭建合理的高压输电网络才能实现供电ꎬ而且大机组满负荷运行条

件更为苛刻ꎮ 整体而言ꎬ大机组的启动成本更高ꎬ所以分配较少的发电时间反而合理ꎬ并未

加剧资源错配ꎮ 此外ꎬ经营年限越长的电厂资源错配越严重ꎬ其他变量对电厂资源配置均无

显著的影响ꎮ

　 　 表 ３ 　 　 直购电的资源配置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资源错配程度

混合面板 双重差分

(１) (２) (３) (４)
是否直购 －０.０９７∗∗∗ －０.１２２∗∗∗ －０.１１１∗∗ －０.１２２∗∗∗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２)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３)
时间趋势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９)
总装机容量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燃煤效率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机组利用小时数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经营年限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发电自用率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社会用电量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火电发电量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８)
常数项 ０.３１２∗∗∗ ２１.９１０∗ －０.０１７ －３９.７４８∗∗

(０.０４８) (１２.９３７) (０.０２５) (１７.０１０)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否 否

个体固定效应 否 否 控制 控制

观察值 ３ ９３４ ３ ５６９ ３ ９３４ ３ ５６９
Ｒ２ ０.０６９ ０.１３３ ０.０４１ ０.０９１

　 　 注:(１)括号内数值为回归系数的稳健标准误ꎻ(２)∗、∗∗和∗∗∗分别表示 １０％、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
平ꎮ 下同ꎮ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是否只在特定情况下成立ꎬ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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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ꎮ
１.不同参与直购电的门槛

根据直购电试点的政策文件(«电力用户向发电企业直接购电试点暂行办法» «关于完

善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试点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ꎬ火电企业能否参与直购电的

门槛为单机装机容量超过 ３００ＭＷꎬ但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获取的数据中ꎬ只汇报到了每

个火电厂的总装机容量ꎬ这些电厂可能装备有多个不同容量的机组ꎬ所以将总装机容量超过

３００ＭＷ 作为实验组并不准确ꎬ有必要检验将更大总装机容量作为门槛值的回归结果ꎮ 表 ４
分别将 ４００ＭＷ、５００ＭＷ、６００ＭＷ 作为门槛值进行回归ꎬ第(２)、(３)、(４)列结果显示ꎬ总装机

容量门槛增大后ꎬ系数仍然为负但数值明显变小ꎮ 从显著性上看ꎬ４００ＭＷ 的回归结果基本

显著ꎬ而 ５００ＭＷ 与 ６００ＭＷ 回归结果的显著水平明显下降ꎮ 这一方面是因为使用这些门槛

值ꎬ相当一部分单机装机容量超过 ３００ＭＷ 的电厂被放入了对照组ꎬ会对回归结果造成一定

干扰ꎻ另一方面ꎬ早期直购电的规模普遍较小ꎬ而电厂总装机容量越大ꎬ直购电给电厂的激励

相对越小ꎬ对资源配置的优化作用也就越弱ꎮ 综合来看ꎬ基准回归的结果仍然较为稳健ꎮ

　 　 表 ４ 　 　 参与直购电门槛值差异下稳健性检验的结果

变量

资源错配程度

３００ＭＷ ４００ＭＷ ５００ＭＷ ６００ＭＷ
(１) (２) (３) (４)

是否直购 －０.１２２∗∗∗ －０.０８６∗∗ －０.０７０∗ －０.０６８∗

(０.０４３)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１)
常数项 －３９.７１８∗∗ －３６.９００∗∗ －３５.６４２∗∗ －３５.５９５∗∗

(１７.００７) (１７.６６４) (１７.５８６) (１７.６０２)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察值 ３ ５６９ ３ ５６９ ３ ５６９ ３ ５６９
Ｒ２ ０.０９１ ０.０８９ ０.０８８ ０.０８８

２.不同年份区间的回归结果

表 ５ 汇报了不同年份区间子样本的 ＤＩＤ 回归结果ꎬ调整年份区间的原因有二ꎮ 首先ꎬ因
为在基准回归中ꎬ２００８ 年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部分指标是估算得到的ꎬ尤其 ２００９ 年ꎬ工
业增加值、固定资产净值、应付职工薪酬均为估算ꎬ所以调整年份区间有助于减少数据估算

带来的偏误ꎮ 其次ꎬ因为早期直购电试点存在对高能耗企业变相补贴ꎬ２０１０ 年后中央政府对

这一现象进行大力整治ꎬ使得直购电试点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间出现了明显的反复ꎬ许多省份

的直购电交易规模锐减甚至全面暂停ꎬ所以调整年份区间也有助于控制这一冲击的影响ꎬ获
得更干净的估计结果ꎮ 由表 ５ 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到ꎬ直购电试点政策在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年、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这三个年份区间中ꎬ都对电厂的要素错配有显著的改善作用ꎬ
说明基准回归较为稳健ꎮ 而在 ２００３—２００９ 年间存在改善作用但并不显著ꎬ这很有可能是因

为 ２００９ 年的估算数据与真实数据存在较大的偏差ꎬ影响了回归的稳健性ꎮ 考虑到这种影

响ꎬ表 ５ 最后一列汇报了剔除 ２００９ 年数据的回归结果ꎬ可以看到这与基准回归结果的系数

符号和显著性仍然一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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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５ 　 　 不同年份差异下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资源错配程度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３—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 剔除 ２００９ 年

(１) (２) (３) (４) (５)
是否直购 －０.２１２∗∗ －０.１０５ －０.１６８∗∗∗ －０.１３４∗∗∗ －０.１５６∗∗∗

(０.１０８)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５)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０)
常数项 －１１５.４１５∗∗∗ －８０.７７３∗∗∗ －３９.４６９ －２６.８４９ －４４.３２０∗∗

(２５.７３９) (２１.６００) (２５.７８１) (１８.８４５) (１７.９９５)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察值 ２ ２５８ ２ ５８２ ２ ８５９ ３ ２２５ ３ ２４５
Ｒ２ ０.１０４ ０.０９５ ０.０８８ ０.０８６ ０.０９７

３.其他政策干扰

值得注意的是ꎬ在本文的样本期间内ꎬ除直购电试点政策外ꎬ电力行业还有一系列其他

改革政策ꎬ包括上大压小、发电权交易、跨区跨省电能交易以及节能发电调度办法ꎮ 其中上

大压小、发电权交易、跨区跨省电能交易是全国统一实施的政策ꎬ在控制时间固定效应之后ꎬ
对本文的研究干扰较小ꎻ而节能发电调度办法则是从 ２００８ 年开始在江苏、河南、四川、广东、
贵州试点ꎬ其中部分省份是在 ２００８ 年前后开始直购电试点ꎬ这有可能会对本文的研究造成

一定的干扰ꎬ有必要进行一定的控制ꎮ
为了说明本文的结果不会受到节能发电调度办法的影响ꎬ表 ６ 的第(１)列去掉五个节能

发电调度办法试点省份进行回归ꎬ可以看到直购电试点政策仍然显著地减小了资源错配ꎻ第
(２)列是控制省份节能发电调度试点情况的回归结果ꎬ直购电试点稳健性检验的作用仍然显

著为负ꎬ说明基准回归结果稳健ꎮ

　 　 表 ６ 　 　 控制其他政策下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资源错配程度

去掉节能发电调度试点省份 控制节能发电调度试点情况

(１) (２)
是否直购 －０.１３９∗∗ －０.１３９∗∗∗

(０.０６３) (０.０４４)
节能发电试点 ０.１０１∗

(０.０５８)
常数项 －５７.１９７∗∗∗ －４７.３１５∗∗∗

(１９.０６２) (１６.７９６)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察值 ３ ０７８ ３ ５６９
Ｒ２ ０.１０３ ０.０９３

４.变更计算资源错配的数据

计算资源错配的(１)式中包含了样本电厂的收益生产力的调和平均值 ＴＦＰＲ ꎬ因而计算

结果与使用的样本有一定的关系ꎮ 在基准结果中ꎬ为确保计算结果更具代表性ꎬ我们使用尽

可能大的样本进行计算ꎬ这里考虑使用另外两个不同样本ꎬ检验结果的稳健性ꎮ 首先ꎬ由于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统计对象的规模门槛在 ２０１１ 年从 ５００ 万元提升到了２ ０００万元ꎬ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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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的电厂样本会存在明显差异ꎬ为了使得每年样本较为统一ꎬ对于 ２００３—２００９ 年的数据ꎬ
我们剔除掉了未在 ２０１１ 年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出现的电厂ꎮ 其次ꎬ在收集到的原始数

据中ꎬ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样本量要多于从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中获取的样本量ꎬ因而

计算错配的样本量要大于回归时的样本量ꎬ在第二个样本中ꎬ我们仅保留有装机容量的电厂

来计算错配ꎬ以保证与回归样本一致ꎮ 表 ７ 汇报了用这两个样本计算资源错配后再进行基

准回归的结果ꎬ可以看到ꎬ直购电试点政策的系数仍为负ꎬ且在 １％的显著水平上显著ꎬ说明

基准回归结果仍然是稳健的ꎮ

　 　 表 ７ 　 　 变更计算错配数据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资源错配程度

对 ２００３—２００９ 年数据做剔除后计算资源错配 对有装机容量的电厂计算资源错配

(１) (２)
是否直购 －０.１２０∗∗∗ －０.０９９∗∗∗

(０.０４３) (０.０３７)
常数项 －３７.１４０∗∗ －２９.４８８∗∗

(１７.０８１) (１４.７７７)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察值 ２ ６５９ ２ ３９４
Ｒ２ ０.０８９ ０.０８５

５.安慰剂检验

为验证直购电试点政策的资源配置优化作用是否受到其他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ꎬ我们

参考吕越等(２０１９)和何小钢等(２０２０)ꎬ通过随机处理试点电厂和各省试点时间对基准回归

进行安慰剂检验ꎮ 本文的样本包含 １ ２０２ 家火电企业ꎬ其中 ５１１ 家机组容量超过 ３００ＭＷꎬ有
资格参与直购电政策实施试点ꎬ同时各省直购电试点政策实施时间主要集中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年ꎮ 据此ꎬ我们从１ ２０２家电厂中随机抽取 ５１１ 家作为实验组ꎬ其余电厂设置为对照组ꎬ各省

再随机从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年中选取一年作为试点起始年ꎬ并重新构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估

计ꎮ 由于试点电厂和试点时间是随机生成的ꎬ因此如果不存在明显的遗漏变量ꎬ核心解释变

量的系数估计值会主要分布在零值两侧ꎮ 为避免安慰剂检验受小概率事件干扰ꎬ我们进行

了 ３００ 次随机处理和重新回归ꎬ系数估计值的核密度分布如图 ２ 所示ꎮ

图 ２　 安慰剂检验结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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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ꎬ系数估计值未显著偏离零值ꎬ同时基准回归中系数估计值为－０.１２２(由竖虚

线标注)ꎬ明显异于安慰剂检验中的多数估计值ꎮ 因此ꎬ可以排除不可观测因素对直购电试

点政策的资源配置优化作用的影响ꎮ

五、影响机制分析

在开展直购电试点政策之前ꎬ电力调度计划由国有电网公司制定ꎬ遵循公平公正原则ꎬ
即相同类型和容量的机组发电配额基本一致ꎮ 该原则未充分体现电厂在效率上的差异ꎬ是
造成电力资源错配的重要成因(Ｍａꎬ２０１１)ꎮ 直购电试点后ꎬ高效电厂可以通过与电力用户

达成直购协议ꎬ获取更多的发电配额ꎬ可供低效电厂分配的发电配额也随之下降ꎬ从而优化

了原有调度体制下的资源配置ꎮ 接下来我们通过考察高效电厂和低效电厂在试点后发电配

额的变化来检验这一潜在机制ꎮ
首先ꎬ我们根据三个变量来识别电厂的效率类型:电厂的实体生产力①、总装机容量和

燃煤效率ꎮ 一般而言ꎬ三个变量的数值越大电厂的效率越高ꎮ 具体地ꎬ我们将实体生产力、
总装机容量和燃煤效率均高于其年度均值的电厂定义为高效电厂ꎬ将实体生产力、总装机容

量和燃煤效率均低于其年度均值的电厂定义为低效电厂ꎮ 之后ꎬ用机组利用小时数的对数

值衡量电厂发电配额ꎬ并用直购电试点和电厂效率类型对其回归ꎬ回归结果如表 ８ 所示ꎮ

　 　 表 ８ 　 　 直购电政策对电厂发电配额的影响

变量
发电配额

(１) (２) (３) (４) (５)
是否直购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１)
是否直购 × 高效电厂 ０.１０１∗

(０.０５２)
是否直购 × 低效电厂 －０.１５３∗∗

(０.０７５)
高效电厂 × 未直购试点 ０.０４３∗∗∗

(０.０１６)
高效电厂 × 已直购试点 ０.１４４∗∗∗

(０.０５２)
低效电厂 × 未直购试点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２)
低效电厂 × 已直购试点 －０.１２７∗

(０.０７４)
高效电厂 ０.０６０∗∗∗ ０.０４３∗∗∗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低效电厂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２)
常数项 ５６.６０７∗∗∗ ５５.０９０∗∗∗ ５５.０９０∗∗∗ ５５.２６４∗∗∗ ５５.２６４∗∗∗

(９.７７８) (９.６６６) (９.６６６) (９.６２７) (９.６２７)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察值 ３ ５７０ ３ ５７０ ３ ５７０ ３ ５７０ ３ ５７０
Ｒ２ ０.１７５ ０.１７７ ０.１７７ ０.１７８ ０.１７８

０６
①即全要素生产率ꎬ根据资源错配模型计算得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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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８ 第(１)列结果显示ꎬ直购电试点并未显著增加试点地区所有大机组电厂的发电配

额ꎮ 同时高效电厂普遍有更多的发电配额ꎬ但低效电厂的发电配额却没有明显降低ꎬ这说明

电力调度制度存在效率上的考量ꎬ但却未充分体现低效电厂与其他电厂在效率上的差异ꎮ
第(２)、(４)列分别添加了是否直购电试点与高效电厂和低效电厂的交互项ꎮ 可以看到ꎬ有
资格参与直购电试点的高效电厂发电配额有一定增加ꎬ而能够参与直购电试点的低效电厂

发电配额显著降低ꎬ并且低效电厂发电配额下降幅度较高效电厂增加幅度更大更显著ꎮ 这

意味着直购电试点针对性地解决了低效电厂配额过多的问题ꎬ有效地补充了原有调度制度

在“效率调度”上的缺失ꎬ因此能够优化行业的资源配置ꎮ 第(３)、(５)列添加了两类电厂与

直购电试点状态的虚拟变量未直购试点和已直购试点(当核心解释变量是否直购为 １ 时ꎬ未
直购试点取值为 ０ꎬ已直购试点取值为 １ꎻ当是否直购为 ０ 时ꎬ未直购试点取值为 １ꎬ已直购试

点取值为 ０)的交互项ꎬ进一步对比高效和低效电厂的发电配额在有无直购电试点时的差

异ꎬ结果仍显示高效电厂配额明显增加而低效电厂配额由增到减ꎬ说明这一机制较为稳健ꎮ
值得强调的是ꎬ在原有电力调度制度中ꎬ由于调度计划由国有电网公司制定ꎬ电厂的国

有性质仍然起到一定作用ꎬ比如大型国有集团可以借由强大的经济影响力和政治关联为旗

下电厂争取更多的发电配额(Ｘｕꎬ２０１７)ꎮ 直购电试点能否改善这一情况? 对此我们构建了

电厂是否国有和是否电力集团所有的虚拟变量并进行实证检验ꎬ结果如表 ９ 所示①ꎮ

　 　 表 ９ 　 　 电厂所有制对电厂发电配额的影响

变量
发电配额

(１) (２) (３) (４)
是否直购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５∗ ０.０７１∗∗ ０.０７１∗∗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９)
是否直购 × 国有电厂 －０.０８５∗∗∗

(０.０２９)
是否直购 × 集团电厂 －０.１２３∗∗∗

(０.０２９)
国有电厂 × 未直购试点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５)
国有电厂 × 已直购试点 －０.０５８∗∗

(０.０２５)
集团电厂 × 未直购试点 ０.１１６∗∗∗

(０.０１４)
集团电厂 × 已直购试点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６)
国有电厂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５)
集团电厂 ０.１１６∗∗∗

(０.０１４)
常数项 ７６.６１９∗∗∗ ７６.６１９∗∗∗ ７４.４２５∗∗∗ ７４.４２５∗∗∗

(７.９７４) (７.９７４) (７.９１１) (７.９１１)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察值 ３ ５７０ ３ ５７０ ３ ５７０ ３ ５７０
Ｒ２ ０.１２０ ０.１２０ ０.１３０ ０.１３０

１６
①由于电厂所有制在样本期间几乎没有变化ꎬ为估计相关参数ꎬ此处并未控制电厂的个体固定效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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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９ 第(１)、(３)列结果显示ꎬ国有电厂和集团电厂确实拥有更多的发电配额ꎬ其中集团电

厂尤为明显ꎮ 直购电试点则显著降低了两类电厂的发电配额ꎬ比较系数可以发现ꎬ其降低幅度

甚至大于电厂国有性质本身带来的发电配额ꎮ 第(２)、(４)列进一步对比了国有和集团电厂的

发电配额在有无直购电试点时的差异ꎬ结果显示两类电厂的系数都由正转负ꎬ与(１)、(３)列的

发现基本一致ꎮ 总的来看ꎬ直购电试点不仅提升了电力调度的效率ꎬ也深化了调度的公平ꎮ

六、异质性分析

(一)装机容量和节能程度的异质性

大容量的火电机组效率高、煤耗低ꎬ但其发电时间还普遍偏低ꎬ直购电试点政策是否能

够有针对性地改善大机组资源错配值得关注ꎮ 表 １０ 的第(１)、(３)列汇报了添加直购电试

点与总装机容量交乘项的回归结果ꎬ第(１)列交乘了电厂当期的总装机容量ꎬ考虑到直购电

试点后可能对电厂总装机容量造成一定的影响ꎬ第(３)列交乘了电厂直购电试点前三期的平

均总装机容量ꎮ 结果显示两交乘项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ꎬ说明大机组在直购电试点中资源

错配改善较小ꎬ这意味着前期直购电试点方案存在不足ꎬ并没有为大机组调整自身资源错配

提供足够的激励ꎮ 这很可能是因为前期试点规模较小ꎬ即使参与直购电试点也未能明显增

加大机组的发电时间ꎮ
同样ꎬ考虑到清洁节能机组在电力部门低碳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ꎬ我们还考察了直购

电试点政策是否能够有针对性地改善燃煤效率更高的电厂的资源错配ꎬ表 １０ 的第(２)、(４)
列汇报添加了直购电试点与燃煤效率交乘项的回归结果ꎬ第(２)列交乘了电厂当期的燃煤效

率ꎬ第(４)列交乘了电厂直购电试点前三期的平均燃煤效率ꎮ 结果显示ꎬ燃煤效率越高的电

厂ꎬ直购电试点对其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反而越小ꎬ在早期的试点中似乎并不能体现这部分

电厂在清洁节能上的价值ꎮ 结合基准回归结果可以发现ꎬ燃煤效率高的电厂的资源错配相

对较小ꎬ这可能使得直购电试点的作用较小ꎮ

　 　 表 １０ 　 　 机组和节能程度的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资源错配程度

(１) (２) (３) (４)
是否直购 －０.２８７∗∗∗ －０.６５０ －０.３２７∗∗∗ －１.３３２∗∗

(０.０８７) (０.５１３) (０.０９３) (０.５５９)
是否直购×总装机容量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６)
是否直购×燃煤效率 ０.１６３

(０.１５９)
是否直购×前三期平均总装机容量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７)
是否直购×前三期平均燃煤效率 ０.３８７∗∗

(０.１７７)
常数项 －４２.１３９∗∗ －３９.９２２∗∗ －２９.５２３ －３５.３８４

(１６.７９５) (１７.０７５) (２６.３７４) (２６.８１２)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察值 ３ ５６９ ３ ５６９ １ ３７２ １ ３７３
Ｒ２ ０.０９５ ０.０９２ ０.０９０ ０.０８５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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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性质与长短期作用

国有企业承担着一定的执行政府政策的职责(戴锦ꎬ２０１３ꎻ徐朝阳ꎬ２０１４)ꎬ国有电力企业

也不例外ꎮ 在我国电力产业多项政策和规划中ꎬ国有性质的电厂都是重要“抓手”ꎮ ２００２ 年

后ꎬ五大电力集团发挥了同样的作用ꎬ最早的直购电交易便是由集团电厂达成ꎮ① 这意味着

国有性质电厂可能需要优先参与直购电交易以推动政策试点ꎬ相应的ꎬ其资源配置的改善会

更为明显ꎮ 然而ꎬ从已有研究来看ꎬ由于国有企业承担着诸多社会责任ꎬ并且存在预算软约

束、委托代理等方面的问题ꎬ单纯的市场化改革对国有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并不明显(辛清

泉、谭伟强ꎬ２００９ꎻ林慧婷等ꎬ２０１８)ꎮ
对此ꎬ本文通过区分不同性质的电厂进行分样本回归来加以讨论ꎬ结果如表 １１ 所示ꎮ

　 　 表 １１ 　 　 企业性质与长短期作用的回归结果

变量

资源错配程度

国有电厂 集团电厂 民营电厂 国有电厂 集团电厂 民营电厂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是否直购 －０.１２０ －０.１０６∗ －０.１４４∗∗

(０.０７４) (０.０５８) (０.０７２)
短期作用 －０.１４７∗∗ －０.１３６∗∗ －０.１３６∗

(０.０７１) (０.０５７) (０.０７０)
长期作用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３ －０.１８６∗

(０.１２５) (０.０８５) (０.１０９)
常数项 －５３.２５５∗ －４２.８０７∗∗ －２９.６２７ －４５.８８０ －３１.８７２ －３１.３１２

(３２.２００) (２１.０７２) (３５.３６５) (３２.２９８) (２１.４７０) (３５.３７３)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察值 １ ４３１ １ ３７５ １ ４９４ １ ４３１ １ ３７５ １ ４９４
Ｒ２ ０.１１５ ０.１７９ ０.０９３ ０.１２３ ０.１８８ ０.０９３

表 １１ 第(１)、(２)列分别保留国有和集团电厂进行回归ꎬ第(３)列为非国有且非集团的

其他电厂(可称为“民营电厂”)的回归结果ꎮ 可以看到ꎬ虽然直购电试点政策均降低了国有

电厂、集团电厂和民营电厂资源错配的程度ꎬ但这种作用对民营电厂最为显著ꎮ 这说明相较

于民营电厂ꎬ国有性质的电厂对直购电这种改革措施并不敏感ꎬ与现有研究的观点一致ꎮ 结

合本文第五部分对直购电试点影响机制的分析ꎬ国有性质的电厂在改革中失去了原有的发

电配额优势可能是导致这一情况发生的重要原因ꎮ 此外ꎬ对于电力这类关系国计民生的资

本密集型行业ꎬ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时会偏向于大型国有企业以确保国有资本的控制力(范林

凯等ꎬ２０１５)ꎬ也会加剧国有性质的电厂对市场化改革的不敏感ꎮ
表 １１ 的第(４)、(５)、(６)列进一步汇报了直购电试点政策对不同性质电厂在短期和长

期的作用效果ꎮ 参考郭俊杰等(２０１９)的做法ꎬ这里将核心解释变量是否直购电试点拆分成

了短期作用和长期作用两个虚拟变量ꎬ当是否直购为 １ 且试点时间小于等于 ２ 年则短期作

３６
①２００５ 年 ３ 月ꎬ吉林炭素集团与国电吉林龙华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全国首份直接购电合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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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取值为 １ꎬ当是否直购为 １ 且试点时间大于 ２ 年则长期作用取值为 １ꎮ 结果显示ꎬ短期内

国有电厂和集团电厂受直购电试点政策的影响更为显著ꎬ资源错配都有明显的改善ꎬ而长期

中仅有民营电厂呈现出资源配置优化的趋势ꎮ 结合我国电力行业的发展背景ꎬ国有性质的

电厂发挥了积极参与早期试点、完善试点模式、推广直购电的作用ꎬ因此短期内资源错配显

著改善ꎮ 但与此同时ꎬ直购电试点让国有企业失去了在原调度体制中的优势ꎬ因此缺乏长期

参与试点的积极性ꎬ使得其资源配置优化不再明显ꎮ 这也说明在市场化改革中需要对国有

企业进行合理引导ꎬ真正激发其参与改革的积极性ꎬ否则即使电力直接交易完全取代了计划

分配ꎬ国有电厂、集团电厂的要素扭曲也可能长期存在ꎮ

七、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数据ꎬ利用大用户直购电试点这一

准自然实验ꎬ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研究了电力直接交易这种市场化方式对电力企业资源配

置的优化作用ꎮ 研究发现ꎬ直购电试点政策确实有效地降低了相应电力企业的要素扭曲ꎬ这
一发现在控制时间趋势和其他变量后仍然稳健ꎮ 在异质性检验中ꎬ我们还发现ꎬ早期直购电

试点方案在设计上仍然有可改进的方面ꎬ如可以为大机组和清洁节能机组提供足够激励来

调整自身资源扭曲ꎮ 不同所有制的电厂对直购电试点政策的反应有明显差别ꎬ民营电厂对

政策的响应更加积极ꎬ而且在短期和长期中都得到资源配置的优化ꎮ 在政策试点初期国有

性质电厂资源配置优化明显ꎬ结合国有企业在电力市场上的份额和体量ꎬ说明国有企业仍然

是推动电力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力量ꎮ 本文机制分析的结果说明ꎬ由于直购电试点政策削弱

了国有电厂的发电配额优势ꎬ在长期中降低其参与改革的激励ꎬ使得试点政策对国有电厂的

长期影响有限ꎮ 因此ꎬ在市场化改革中需要对国有企业进行合理引导ꎬ真正激发其参与改革

的积极性ꎮ
电力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重要进展ꎬ除电力直接交易明显增加外ꎬ２０２０ 年 １ 月起燃煤发

电企业的上网电价已经完全由双方直接协商或场内集中竞价等市场化方式在“基准价＋上下

浮动”范围内形成ꎬ这打破了 １６ 年之久的标杆电价制度ꎬ标志着改革迈入了新阶段ꎮ 同时ꎬ
市场化改革还有较大的空间ꎬ一方面ꎬ工商业用户以及水电风电领域ꎬ仍未完全放开价格管

制ꎻ另一方面ꎬ现有的市场化交易更多限于省内市场和中长期电力合约ꎬ区域性、全国性的市

场以及短期合约的市场化交易还未成熟ꎮ 结合本文的实证结果ꎬ我们认为ꎬ应该继续扩大电

力市场化改革的范围ꎬ继续推动直接交易模式的应用ꎬ合理引导国有电力企业参与市场化改

革ꎬ这有助于进一步改善电力企业的要素扭曲ꎮ
从推动电力行业实现碳中和的视角来看ꎬ火电行业的市场化改革确实降低了资源错配ꎬ

有望提升能源效率进而加速行业碳达峰的到来ꎮ 但在长期ꎬ控制火电规模、提高可再生能源

的比重才是实现碳中和的可行路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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